论《计量法》的科技法属性与国家计量机构的立法定位[footnoteRef:1]* [1: *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质量基础多要素综合应用示范及体系架构演进研究”（项目编号：2019YFF0216800）课题五“新形势下中国NQI治理体系新架构与服务模式演进研究”（课题编号：2019YFF0216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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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计量法具有科技法和监管法的双重属性,我国现行《计量法》还是一部监管法，科技法价值完全缺失。国家计量机构是一个国家的最高计量技术机构，在计量法中具有重要地位，也具有重要的国际法地位。《计量法》修订应强化其科技法属性，建立以国家计量机构为中心的国家计量科技基础设施制度框架。《计量法》应明确国家计量机构的法律地位和法定职责，保障国家计量机构的国家性，并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制定“国家计量机构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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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ttrib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 of Metrology Law and the Legislative Orientation of National Metrology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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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trology law has the dual attribut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 and supervision law.China's Metrology Law is still a regulatory law, and the value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 is completely missing. The national metrology institute is the highest metrology technical institute in a country, which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metrology law and also has an important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law.The revision of the Metrology Law should strengthen it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aw, and establish a national metrolog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system framework centered on the national metrology institute.The Metrology Law should clarify the legal status and statutory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national metrology institute, guarantee the nationality of the national metrology institute, and formulate the National Metrology Institute Regulation in the form of departmental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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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计量是测量及其应用的科学，这决定了计量活动的科学本质。同时，计量单位及量值传递体系需要得到国家权威的正式确认，以表达国家意志。在古代中国，秦始皇以颁布诏书的法律形式统一全国度量衡，如今世界上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统一计量单位的相关要求。特定用途的计量器具使用、商品包装量等市场交易中的计量活动还需要政府监管，防止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因此，计量活动也具有了鲜明的国家性和法定性特征。世界各国普遍制定了计量法，为计量活动的科学建制和政府监管提供法制保障。世界各国的计量法以国家计量机构为中心展开计量活动的科技建制，着重体现了计量法的科技法属性。在我国，《计量法》及其科技法属性是法学和科技政策理论研究的薄弱领域，相关研究文献屈指可数。有的仅从法制计量角度讨论《计量法》的修订问题，鲜有较为深入的法理分析和国外法律制度比较。[1]有的则侧重从技术层面讨论计量科技工程建设问题，并未涉及计量科技政策和法律制度。[2]本文拟在梳理分析国外立法框架基础上，立足《计量法》的科技法属性及其承载的科技建制价值，聚焦国家计量机构法律制度建设，以期对新形势下我国《计量法》的修改工作有所贡献。
2   计量法基本定位：科技建制与政府监管
世界不同国家的计量法体例各具特色，但关于计量法框架内容具有基本的国际共识，即计量活动的科学建制和计量活动的政府监管构成计量法的主体内容。
2.1  国际示范法关于计量法基本定位的认识
近些年来，国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一直致力于促进世界各国计量法律制度建设。为指导世界各国计量立法，促进全球计量法制的协调与统一，OIML在2004年以技术文件的形式发布了《计量法要素》（Elements for a Law on Metrology）。OIML在2012年又对该文件进行了重大修订，并更名为《关于计量法的若干考虑》（Considerations for a Law on Metrology）。在法律属性上，《关于计量法的若干考虑》是一部指导世界各国计量立法的国际示范法。《关于计量法的若干考虑》提出了较为具体的“计量法结构建议”，供世界各国计量立法参考。该建议认为，一个国家的计量法不仅要对法定计量单位、计量器具、包装商品等法制计量要求，以及计量活动的政府监督、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等内容进行规定外，还要对国家计量战略与政策、国家最高计量标准、国家计量机构、国家计量咨询委员会、校准和检测实验室等国家计量科技基础设施进行规定。《关于计量法的若干考虑》强调了计量法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即计量法要为国家对计量活动的科技建制和政府对计量活动实施市场监管提供法律保障。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在2018年发布的《质量政策——技术指南》认为计量领域应包括两类立法，一是“计量法”（Metrology Act），二是“法制计量法”（Legal Metrology Act）。[3]“计量法”的任务是“规定国际单位制（SI），并规定国家最高计量标准的建立和维护，以及国家计量机构的设立、治理、职责、活动和财务”，“法制计量法”的任务是“规定贸易、卫生服务、环境控制和执法等方面计量器具的法制要求，包括对消费品的预包装要求，以及设立法制计量部门及其治理、职责、活动和财务”。UNIDO的这一认识是对OIML《关于计量法的若干考虑》的归纳总结，“计量法”旨在为国家要对计量活动的科技建制提供法律保障，“法制计量法”旨在为政府对计量活动实施市场监管提供法律保障。“计量法”具有“科技法”属性，“法制计量法”则具有“监管法”属性，二者共同致力于保障计量活动的国家性和法定性。
[bookmark: _Hlk35115615]亚太法制计量论坛（APLMF）、亚太计量规划组织（APMP）和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PTB）联合发布的《国家计量基础设施—联合指南1》认为，计量法应当包括“溯源性”和“控制性”两个基本方面，“溯源性”方面包括法定计量单位、国家最高计量标准、参考实验室、有证标准物质以及校准和检测实验室等科技制度体系，“控制性”方面包括计量器具管理、型式批准、检定和市场监督等政府监管制度体系。这一认识综合了上述OIML和UNIDO的不同态度，鲜明地指出了计量法具有的“溯源性”和“控制性”，但同时又认为计量法的这两个属性应当体现在一部立法里面。可以说，“溯源性”是对计量法之科技法属性的描述，“控制性”则是对计量法之监管法属性的回应。
2.2  科技建制与政府监管“统一立法”和“分别立法”之别
世界各国计量法的立法体例与法律称谓有很大差异，如英国和日本的《计量法》、德国的《测量与检定法》和《单位与时间法》、俄罗斯的《关于保障测量一致性的法律》、韩国的《国家标准框架法》、泰国的《国家计量体系发展法》，以及印度、新加坡的《法制计量法》，等等。上述不同国家关于计量立法的差异，主要源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与法律传统等因素的不同。总的来看，主要有“统一立法”与“分别立法”两种体例形态。
俄罗斯《关于测量一致性的法律》是“统一立法”体例的典型代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立法宗旨。俄罗斯《关于测量一致性的法律》并没有使用“计量”一词，而是全篇围绕“测量”进行制度设计，既强调了计量活动的科学性本质，也表明了这部法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关于测量一致性的法律》开宗明义第一条就表明了立法目的，包括建立确保俄罗斯全国测量统一性的法律框架，通过确保客观、可靠和可比较的测量结果，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合法权益免受不良影响，以及促进俄罗斯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二是科技建制。《关于测量一致性的法律》专设一章明确了确保全国测量统一的科技机构体系，规定了国家计量机构、区域计量中心、专项计量服务机构，以及经认可的其他机构的职责、权限和要求。此外，《关于测量一致性的法律》还建立了联邦信息库制度，信息库主要汇集计量法律法规信息和计量科学数据。三是政府监管。《关于测量一致性的法律》对政府监管的范围和方式、违法行为及其法律责任等内容专设一章进行明确规定。可以说，俄罗斯《关于测量一致性的法律》的制度设计全面体现了计量法的科技法和监管法双重属性。
德国、泰国关于计量活动的立法是“分别立法”体例。德国的计量法主要是《单位和时间法》和《测量和检定法》两部法律。《单位和时间法》主要规定了德国的法定时间和计量单位，以及德国国家计量机构的机构属性和基本职责。《测量和检定法》主要规定了涉及公平贸易、医疗保障、环境保护等公共利益测量器具的监督管理，并规定由德国各州地方政府机构通过检定方式对计量器具实施监管。泰国关于计量活动的立法体例与UNIDO的认识高度一致。其中的“计量法”表现为《国家计量体系发展法》，“法制计量法”表现为《度量衡法》。《国家计量体系发展法》对国家计量体系、国家计量战略、国家计量委员会以及国家计量机构的基本职责和治理机制等科技建制内容进行了规定。《度量衡法》则对计量活动的监管机构及其权力、计量器具的监管范围和监管方式、包装商品的计量要求、行政处罚的复议程序和具体的法律责任等政府监管内容进行了规定。此外，根据《国家计量体系发展法》规定，国家计量体系发展事务由科学技术部负责，具体由国家计量机构承担。根据《度量衡法》规定，计量活动的政府监管工作由商务部负责，具体由商务部下设的“中央计量局”承担。总的来看，德国《单位与时间法》和泰国《国家计量体系发展法》担负着计量法之科技法属性的重托，德国《测量与检定法》和泰国《度量衡法》则主要负责回应计量法之监管法属性。尽管德国和泰国采取的是一种“分别立法”体例，但这些关于计量活动的不同立法也是一个有机体系，共同构成完整的国家计量法律制度体系。
综上所述，计量法具有科技法和监管法的双重属性。作为科技法的计量法着力构建计量活动的科技建制，其主体是国家以及国家设立的国家计量机构。作为监管法的计量法旨在规范市场交易中涉及公共利益的计量活动，其主体是以政府为主的市场监管主体和市场活动主体。
3   国家计量机构：计量法之科技建制主体重新定义    
[bookmark: _Hlk34768884]国家计量机构（National Metrology Institute，简称NMI）是一个国际通用术语，是代表国家统一计量单位的最高计量技术机构。国家计量机构在计量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世界各国普遍通过计量立法设立国家计量机构，并赋予其法定职责，使国家计量机构成为计量活动科技建制之国家责任的具体承担者。
3.1  国家计量机构是统一计量单位的最高计量技术机构
现代计量体系是以七个基本的国际计量单位为基础的，通过导出单位和相应的量值传递系统，这些国际计量单位为全球一切科学研究和生产生活进行的计量活动提供量值定义。也就是说，计量单位和量值传递系统是计量体系的核心内容。因此，规定计量单位是计量法的首要内容，世界各国通过计量法将国际计量单位法定化为国家计量单位，国际计量单位进而也转变为法定计量单位。在技术上，法定计量单位的复现和传播是通过国家最高计量标准实现的，国家最高计量标准是量值传递的起始点。计量活动应当遵守法定计量单位，并与国家最高计量标准进行比对获得确切的量值。
在我国，复现和传播法定计量单位的国家最高计量标准被称为“计量基准”。国家计量机构的重要职责是通过研究、建立、保存和维护国家最高计量标准来复现和传播法定计量单位。犹如一个国家的最高司法机构，国家计量机构是一个国家的最高计量技术机构，这里的“最高”指的是国家计量机构是量值传递体系的起始点。R. D. Huntoon认为，国家计量机构是国家测量体系的“关键功能要素”。[4]秩序的建立和维持依赖于最高权威，在量值传递体系中，国家最高计量标准便是最高权威，在具体计量争议中扮演着最终裁判者的角色。计量单位的宪法化和法定性，标志着国家最高计量标准和量值传递体系的权威性只能由政治国家来承担，而这一重任交由国家计量机构具体负责。
3.2  国家计量机构是国家最高计量标准国际协调的国家代表
自从19世纪“米制公约”的签订，世界各国就开始追求“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测量一致性”。全球化时代，国家计量体系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国家的计量体系必须与他国的计量体系进行协调，以确保科学研究、产业发展和国际贸易等领域测量数据的一致性和兼容性。这要求国家最高计量标准必须与国际等效，或者与国际标准协调一致，或者与他国更为先进的国家最高计量标准协调一致，具体由国家计量机构负责这项国际计量活动。因此，国家计量机构是国家最高计量标准国际协调一致的“国家代表”，是全球计量体系的重要缔造者。
二十世纪末，国际计量委员会（CIPM）组织全球48个国家计量机构签署了“国际计量委员会互认协议”（CIPM—MRA），这标志着从法律上正式承认各国国家最高计量标准、校准与测量能力的相互等效性，为国际贸易便利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国际计量局（BIPM）、OIML、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ILAC）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2011年联合发布的《BIPM、OIML、ILAC、ISO对计量溯源性的联合声明》指出，为获得值得全球信赖和具有国际可接受性的测量结果，应由签署“国际计量委员会互认协议”且其国家最高计量标准、校准与测量能力获得BIPM认可的国家计量机构实施校准。这是对国家计量机构在全球计量体系中权威地位的确认。从上述国际法文件关于国家计量机构法律地位的认识来看，国家计量机构不仅在一个国家内具有特定的法律地位，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国际法地位。
3.3  国家计量机构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部分
计量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甚至“没有测量学的学科，都没有资格被称为科学的学科”。[5]可以说，没有测量就没有人类的科学文明和现代文明。以至于“人类未来的发现必须在小数点第六位以后寻找”，“文明的前程可能要押注在百万分之一英寸上，或十亿分之一秒上”。[6]所以说，计量是现代科技创新的基础。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在整个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国家计量机构是由国家设立的重要机构，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在美国，通过提升计量科学的能力促进美国的创新和产业竞争力是美国国家计量机构（即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简称NIST）的核心使命。2014年的《振兴美国制造业和创新法案》批准成立了11个创新中心，其中6个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国家创新网络计划办公室设在了美国国家计量机构。在新西兰，“新西兰测量标准实验室”（Callaghan Innovation）是新西兰的国家计量机构。根据新西兰《测量标准法规2019》第3节规定，“新西兰测量标准实验室”是指“卡拉汉创新实验室”，该实验室保存了新西兰的主要测量标准。根据新西兰《卡拉汉创新法案2012》第13节规定，“卡拉汉创新实验室”的职能包括：提供产品分析、过程测试、校准和认证或其他相关的测量服务。根据该法成立的“卡拉汉创新实验室”是新西兰政府专门成立实现技术孵化以加速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一个部门。因此，新西兰国家计量机构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一部分。
3.4  国家计量机构是政府实施法制计量监管的支撑力量
法定计量是政府实施的与计量单位、计量方法和计量器具等法律强制性技术要求相关的活动。例如：使用法定计量单位，使用法定认可的计量器具，在法定时间内对计量器具进行验证以及在市场上出售的包装产品符合法制计量规定，等等。法制计量的基本宗旨是通过立法来保证测量结果的可信度，进而保障人身健康、公共安全、节能环境、产品质量、公平交易等公共利益。然而，政府实施法制计量监管活动离不开国家计量机构的技术支撑。OIML强烈建议科学计量和法制计量合并在一个机构，或者至少两个领域的机构应建立紧密合作，这有利于节约管理和协调成本，保障国家计量政策的一致性。
美国和德国的国家计量机构是他们国家的最高计量技术机构，同时还是这两个国家联邦政府的计量行政管理部门，是一种技术与行政合一的体制。在美国，美国国家计量机构被授权“与各州合作，确保统一的计量法规和检测方法”。美国国家计量机构通过参与和支持美国计量大会（NCWM）法律和法规委员会工作，以技术指南的形式发布了《统一计量法》，为各州法制计量工作提供支撑。在德国，根据《测量和检定法》规定，政府实施法制计量监管活动的工具箱有合格评定、检定和市场监督，其中的检定工作由德国国家计量机构负责实施。德国国家计量机构必须针对所有受监管的对象制定国家最高计量标准，对测量结果进行一致性评估。通过向计量检定机构提供技术建议等方式，德国国家计量机构为政府实施法制计量监管活动提供测量一致性的保障。
3.5  国家计量机构是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的基础保障
欧洲人的哲学理念认为，凡是不能测量的事物，通常都是不能被控制与改善的事物。作为对事物属性的规定，“质”的强度是可以被量化的，这就决定了质量是可量化、可比较和可评价的，进而实现可控制和可改进。在产品质量提升和质量强国建设的宏观叙事中，计量是质量的基础，国家计量机构是质量强国建设的基础性力量。计量是质量提升的技术基础，无法计量，就无法管理；不能精确计量，就难以实现高端制造。精确计量为科学制定标准提供了技术基础，也为标准的符合性评定提供了量化依据。在国家层面，国家计量机构与国家标准机构、国家认可机构共同构成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治理体系的三大支柱。
根据菲律宾《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法》规定，国家计量机构是国家委员会的重要成员。该法第六章是关于“国家计量体系”的专门规定，其中第34条规定，“国家计量机构的职责是科学计量和产业计量”，国家计量机构是“国家测量基础设施体系”的核心机构。UNIDO在2016年发布的《国家质量政策制定指南》认为，国家计量机构与法制计量部门、校准实验室一同构成计量领域的对口机构，承担着科学计量、法制计量和产业计量的职能，与国家标准机构和国家认可机构等同属于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机构。可以说，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是质量强国战略的保障体系，而国家计量机构是这一保障体系的基础性力量。
4   计量法对国家计量机构规定的比较法分析
从最早1666年法兰西科学院的创立，到1956年《日本学院法》对日本科学院的规定，国立科技机构法定化在西方国家历史已久。世界各国普遍通过计量立法对国家计量机构的法律地位以明确规定，但囿于立法体例的差异，关于国家计量机构的立法模式有所不同。
4.1  “分散型”立法模式：以美国为例
在美国，国会并没有制定形式意义上适用于全国的计量法。美国“全国计量会议”在1911年发布的《统一计量法》是一部示范法，旨在为美国各州制定适用于各州范围内的计量法律制度提供立法示范。隶属于美国商务部的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是美国的国家计量机构，NIST的法律地位和法定职责并不是由一部立法规定的。最早，根据1901年美国国会制定的《国家标准局法》，成立了NIST的前身国家标准局（NBS）。1988年的《综合贸易和竞争力法案》将国家标准局更名为NIST，并对该机构进行现代化改造和重组，以增强其提高美国工业竞争力的独特能力。NIST成立至今的一百多年里，为了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实际需要，美国国会先后制定了二十余部法律，不断赋予NIST新的权力和职能。例如：美国国会在2018年12月通过的《国家量子倡议法案》授权NIST在全国成立量子技术利益相关方联盟，该法规定联邦财政将拨款5.4亿元支持NIST开展用于量子计量技术、量子计量标准的研发与应用。
虽然美国联邦层面没有形式意义上的计量法，但各州都有形式意义上的计量法。由于国家计量机构属于联邦事务，州政府主要管辖法制计量活动，各州的计量立法也就不可能规定国家计量机构的内容。从上述来看，美国国家计量机构的法律地位和法定职能并不是通过一部立法来规定，而是由众多立法共同规定和赋予的。可以说，美国国家计量机构的立法体制是一种“分散型”立法模式，这种“分散型”立法模式是美国的联邦制国家体制和普通法系的判例传统决定的。美国的“分散型”立法模式并没有影响以法律形式明确国家计量机构法律地位，而且这种模式还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国家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适时调整国家计量机构的组织结构、权力职能等内容。
4.2  “专门型”立法模式：以德国和瑞士为例
在德国，成立于1887年的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PTB）是德国的国家计量机构，PTB的法律地位和法定职能主要是由《单位与时间法》规定的。《单位与时间法》规定，PTB是德国独立的非法人机构，是德国联邦政府经济事务与能源部所属的服务公共领域的联邦机构。PTB的基本职责包括法定计量单位和法定时间的复现与传播、国家最高计量标准的国际等效一致、计量科学研究等。此外，德国联邦政府对国家计量机构进行了专门立法，即德国联邦政府经济事务与能源部制定的《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PTB）章程》。PTB章程对PTB的具体职能、组织机构、管理体制以及工作和研究计划、咨询委员会、计量和检验大会等方面的制度进行了全面规定。PTB章程的制定和发布主体是德国联邦政府经济事务与能源部，在法律位阶和法律效力上类似于我国的部门规章。可以认为，PTB章程是《单位与时间法》的下位法，是对《单位与时间法》关于国家计量机构规定的进一步细化。
在瑞士，瑞士联邦计量院（METAS）是瑞士的国家计量机构，METAS的法律地位和法定职能是由《联邦计量法》规定的。此外，瑞士联邦议会还为METAS专门制定了《瑞士联邦计量院联邦法》。该法的制定主体是瑞士联邦议会，其法律位阶和法律效力自然属于法律范畴。《瑞士联邦计量院联邦法》第一条界定了METAS的机构属性，即METAS是联邦的公法机构，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该法第3条明确规定，“METAS是瑞士的国家计量机构”，并负责履行《联邦计量法》赋予的职责。
不同于美国的“分散型”立法模式，德国和瑞士关于国家计量机构的立法是一种“专门型”立法模式，即专门制定了形式意义上的“国家计量机构法”。从立法内容来看，德国和瑞士的“国家计量机构法”是对国家计量机构的设立、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人员、财务等内容的规定。可以说，德国和瑞士的“国家计量机构法”具有行政组织法的属性。德国和瑞士的“专门型”立法模式是由他们大陆法系的成文法传统决定的。相对于美国“分散性”立法模式具有的灵活性，德国和瑞士的“专门型”立法模式更具成文法意义上的严谨性，突出强调了国家计量机构的法定性和权威性。
4.3  “综合型”立法模式：以韩国和泰国为例
在韩国，韩国标准与科学研究院（KRISS）是韩国的国家计量机构。根据韩国《政府资助研究机构的设立、运作与培育的法律》第2条规定，“政府资助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是指主要由政府出资设立的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机构，该法附录将韩国标准与科学研究院列为“政府资助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可以说，《政府资助研究机构的设立、运作与培育的法律》明确了KRISS的机构属性，具有国家性、法定性和公益性。KRISS作为国家计量机构的法律依据是《国家标准框架法》，该法第13条第一款规定：“根据‘政府资助研究机构的设立、运作与培育的法律’设立的韩国标准科学研究院应当作为代表国家计量的权威机构”。接着，第二款规定了KRISS作为国家计量机构的主要职能。从具体内容来看，《国家标准框架法》不仅有计量的规定，还有国家标准、认证认可等方面的规定，这是一部综合立法。
在泰国，国家计量机构的法律地位和法定职能是由《国家计量体系发展法》规定的。《国家计量体系发展法》第12条第一款规定：“设立‘国家计量机构’，是隶属于科学技术环境部监督的法人”。第13条规定了设立国家计量机构的目的，包括负责建立和维护国家最高计量标准，促进校准实验室的计量和有效性相关职业等。此外，该法第14条至第20条分别规定了泰国国家计量机构的权力和职责、泰国国家计量机构主席的“任命与任期”、“任职条件”、“离职情形”、“权力和责任”、“法定代表人制度”以及“代理主席制度”等内容。可以说，泰国《国家计量体系发展法》是一部关于国家计量体系发展的综合立法。
与德国和瑞士的“专门型”立法模式不同，韩国和泰国的“综合型”立法模式并没有就国家计量机构制定专门的一部法律，而是在计量综合立法中以“专章专条”的形式来规定国家计量机构法律地位、权力职能以及相关组织治理等系列问题。其中，韩国《国家标准框架法》用第13条的三个条款规定了韩国国家计量机构，泰国《国家计量体系发展法》全文共计二十八个条款，涉及国家计量机构的法律条款多达十四条。与前述“分散型”和“专门型”两种立法模式相比，韩国和泰国的“综合型”立法模式是通过基本法实现的，不仅具有较低的立法成本，更强调了国家立法机构对国家计量机构法律地位的重视。
5   中国《计量法》科技法属性的缺失及其弥补
5.1  《计量法》科技法属性的缺失
我国现行《计量法》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制定的，彼时我国还没有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导致该法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从立法目的来看，《计量法》第一条第一句的表述是“为了加强计量监督管理”，这便奠定了整部法的基调，即以政府监管为主线进行制度设计。第二章的“计量检定”、第三章的“计量器具管理”、第四章的“计量监督”和第五章的“法律责任”分别从计量活动政府监管的技术措施、对象范围、政府职权以及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展开《计量法》的具体制度设计。尽管对技术机构做了规定，但技术机构还仅是对计量活动实施政府监管活动的技术工具，并没有体现出通过《计量法》实施科技建制的国家意志。总的来看，现行《计量法》更多地表达了“监管法”色彩，尤其是政府对科技创新活动的直接干预。正如有学者指出，现行《计量法》与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发展新形势不符，特别是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基本规律不相适应，很多应由市场自主调整的计量科技活动都需要政府的行政许可，限制了市场主体进行计量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7]市场监管法所调整的领域是微观经济活动，市场监管法直接针对存在问题的市场主体和违法的市场行为。[8]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初期，市场秩序亟待整顿，市场活动的政府监管尤为重要，那个环境下将《计量法》定位于监管法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当我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体制确立阶段，不仅要强调对计量活动的政府监管，更要加强国家对计量活动的科技建制，特别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对《计量法》的科技建制提出更高要求。计量工程师预测到，计量测试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制造、柔性制造、增材制造等未来制造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这需要得到国家战略的重视。[9]计量科学家认为，国际计量单位的量子化变革将建立新的量子计量标准及新的量值传递体系，教科书、国际单位制相关的计量法律和技术法规都需要进行修订完善。[10]有学者判断认为，国际计量单位的量子化变革将重塑全球测量体系和管理模式，这对《计量法》的科技建制重任和国家计量机构的法律定位提出新的要求。[11]也有学者指出，大数据技术颠覆了传统生产制造模式和计量服务模式，计量服务2.0时代亟需加强和完善计量科技体制的顶层设计。[12]但是，现行《计量法》几乎没有对计量活动的科技建制进行任何规定，计量法的科技法属性完全被埋没。美国著名计量科学家普赖斯在其1963年出版的《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中宣告大学时代的到来，这标志着“科学的单枪匹马的英雄时代结束了，一个国家支持与团队合作的新科学时代来临了”。[13]今天我们面对的不再局限于市场竞争秩序的规范性问题，国家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科技建制和基础设施保障已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课题。《计量法》应当担负起计量活动科技建制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责任，但现行《计量法》已单薄无力。这一背景下，我们要理性回归计量法的本质属性，在继续完善计量活动政府监管制度体系的同时，要紧紧围绕计量法的科技法属性展开我国《计量法》的修订工作。
由于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要求严重不符，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对《计量法》进行了五次修正，全面修订《计量法》已迫在眉睫。《计量法》被列入2018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司法部也于2018年7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送审稿修订稿）》。相比现行《计量法》全文三十四个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送审稿修订稿）》多达七十五个条款，这次对《计量法》的修订是一次全面的和系统的修订，我们要借此机会全面审视《计量法》之科技法属性的缺失，以及具体制度设计对国家科技建制的埋没。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明确《计量法》的科技法属性，重构计量法律制度体系，彰显《计量法》的科技法价值，使《计量法》能够担负起计量活动科技建制的国家重任。
5.2  《计量法》科技法属性的弥补：以国家计量机构为中心的制度设计
科技法并不规范所有的科技活动，因为科学技术具有极强的自组织性。法律对科技的干预仅限于哪些科技共同体内部无法解决的问题，以实现国家对科技发展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的期待。[14]也就是说，国家拥有具有公法属性的科技权力，表现为国家依靠科技权力可以获得国家利益。[15]统一计量单位并建立科学先进的量值传递体系属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范畴，菲律宾《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法》将之称为“国家测量基础设施体系”，德国则将其成为“国家计量基础设施”。很多国家将其纳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统一规划建设，例如：英国国家计量机构（NPL）专门成立了量子计量研究院，以支撑“英国国家量子技术计划”的具体实施。德国是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头羊，一直认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开展卓越理论研究、实现重大技术进展和发展新研究领域的重要先决条件，是德国实现科技和经济快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同于一般的基建项目和中小型设备，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具有重要的国家战略意义，具有国家赋予的明确使命。[16]统一计量单位并建立科学先进的量值传递体系是科学共同体和市场力量无法完成的，需要依靠强大的国家力量来支持建立和运行，这也是国家意志和国家使命的体现，更是国家利益的所在。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论述国家理论时强调了“一种基于国家治理绩效的政治秩序理念”，所谓“强国家”与“弱国家”在国家绩效上的鲜明对比使我们认识到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论题并不弱于国家建构（state construction）命题的重要意义。[17]统一计量单位并建立科学先进的量值传递体系充分体现了这种功能导向的国家观，这并不关乎国家建构问题，而是建设科技强国和质量强国的国家需要。因此，作为大科学时代的重要主体，需要国家通过立法建立国家计量科技基础设施。转换到立法程序上来，我国《计量法》要建立以国家计量机构为中心的国家计量科技基础设施制度框架。
[bookmark: _Hlk33604486]通观世界各国的计量立法，国家计量机构已成为计量法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没有国家计量机构，计量法将失去其作为“科技法”的重要价值，计量法律制度体系也将是残缺的。由于国家计量机构在统一计量单位和量值传递体系中扮演着“最高机构”的重要角色，如果没有建立国家计量机构制度，国家计量体系制度体系也将成为“无源之水”，终将导致国家计量体系的混乱和无序。在我国，《计量法》规定国家计量机构并不存在立法传统的障碍，相关立法也有关于特定国家法定机构设置的规定，如《公共图书馆法》规定，“国家设立国家图书馆”，并进一步对国家图书馆的职能做了规定。再如《烟草专卖法》规定了全国烟草总公司的法定职能，等等。因此，建立科学的国家计量机构制度将是《计量法》修订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弥补《计量法》之科技法属性不足的基本路径。
6   关于《计量法》规定国家计量机构的立法建议
6.1  《计量法》应明确规定国家计量机构的法定职能
如前文所述，国家计量机构不仅在国内法上具有特定的法律地位，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国际法地位，这使得世界各国的计量法对国家计量机构法定职能具有一般性共识。我国《计量法》不应排斥这些国际共识。中国要融入国际科技创新体系，实施科技创新国际化战略，重要的是要与国际科技创新制度和规则的接轨。早在十几年前就有学者指出，我国是OIML的正式成员国，应当认可和实施OIML发布的相关国际法文件，促进我国《计量法》与国际规则的协调一致。[18]因此，我国《计量法》亦应明确我国国家计量机构具有这些基本职能，具体包括：一是国家计量机构是国家计量科技基础设施的核心机构，负责研究制定国家计量科技战略、规划和政策，保障国家计量科技体系的完整性和先进性。二是国家计量机构是计量单位统一和量值传递体系的最高计量技术机构，负责通过研究、建立、保存和维护国家最高计量标准复现和传播国际计量单位。三是国家计量机构是国家最高计量标准国际协调一致的“国家代表”，代表国家参与国际计量活动，负责保障国家最高计量标准与国际等效。四是国家计量机构是国家性的计量科研机构，负责关乎国计民生和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计量基础领域与前沿领域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
6.2  《计量法》制度设计应保障国家计量机构的国家性
国家计量机构冠以“国家”称谓，履行建设国家最高计量标准、复现和传播法定计量单位以及作为“国家代表”参与国际计量活动等法定职能体现了国家意志，是一种国家行为，而不是政府部门行为，也不是地方政府行为，更不是市场行为。也就是说，国家计量机构的设立与运行属于中央事权或联邦事权。无论是联邦制的美国、德国和俄罗斯，还是单一制的英国、法国和日本，无一不是如此。关于央地事权划分，宪制进路高度重视国家主权的归属以及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初始配置结构，往往着力分析国家构建的发生史和宪法的相关规定。[19]我国《宪法》第3条第四款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我国的国家计量机构应当遵守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制度设计，国家计量机构机构属性和法定职能的部门化和地方化将损害计量单位的统一，以及国家计量体系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因此，《计量法》应明确国家计量机构的国家性，避免将其部门化和地方化。
6.3  以部门规章形式制定“国家计量机构管理办法”
我国国家计量机构的法律制度设计可以借鉴德国立法模式，在《计量法》规定国家计量机构法律地位和法定职能的基础上，以部门规章形式制定“国家计量机构管理办法”，对国家计量机构的具体职能、组织结构、治理模式、主席任命、代表机制、财政支持等一系列机制和制度法定化。可以说，“国家计量机构管理办法”是我国国家计量机构的行政组织法。在我国，由于不进入司法程序，无关法院职责，组织法一直不被重视。行政组织的创制和运行是通过定机构、定职能、定编制的“三定方案”等内部文件实现的。缺乏法律对国家科研机构属性的确认，以及机构职能和治理机制的具体法律规则，已经成为制约国家科研机构治理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制度问题。[20]对国家计量机构而言，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确认其机构职能也赋予其特殊的法律性质，但这种做法有很大随意性，有损国家计量机构的国家性和法定性。作为表达国家意志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国家法定机构，国家计量机构应当依法律设立，依规章运行。制定“国家计量机构管理办法”是对《计量法》关于国家计量机构规定的细化，是对国家计量机构作为国家法定机构属性的具体确认，有利于保障机构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有利于国家计量事业的长远发展。
 综上所述，建议《计量法》以单独条款形式对国家计量机构进行规定，具体描述如下：
“第X条  国家设立国家计量机构，作为统一全国计量单位和量值传递体系的国家最高计量技术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研究拟订有关国家计量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
（二）研究、建立、保存和维护国家最高计量标准；
（三）代表国家参与国际计量活动，保障国家最高计量标准与国际等效；
（四）组织开展计量科学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
国家计量机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计量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另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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